
中国地方志跨文化传播中的受众意识

田　丰

　　提　要：在文化建设受到更多关注、文化自信持续提升的大背景下，作为国家软实力和文化传承重要形式
的中国地方志①，在跨文化传播②的内容和渠道上，着力突出独特性、直观性、高价值和权威性等特征，满足
了国外受众的多样化需求，提升了自身的国际知名度。但同时必须注意，现有的各类文化产品和活动往往立足

于宏观层面，以广义而非细分的国外受众为主，相应的研究和实践还有很大的深化拓展空间。要更为精准地实

现中国地方志传播效果的最大化，就必须强化受众意识，从更多层面关注国外接受对象的不同特征；在个性化

传播策略上不断优化，努力促成地方志 “走出去”方式方法的拓展，实现对国家文化输出战略的有效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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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关于受众意识
（一）受众与受众意识

受众也被称为接受主体，在大众传播③研究中，受众既是信息的接受者，也是读者、听众

或者观众的统称。受众的内涵会随着媒体环境的发展不断扩大；同时，他们也并非只是被动的

信息接受者，而是同样具有主动传播的特征。④ 传播者和受众作为整个传播过程的两个重要主

体，分别处于起点和终端的位置。受众是传播行为的接受者和信息流通的目的地，如果出现缺

失，传播就失去了方向和目的，而不能被称为传播活动。⑤ 任何传播活动，都必须关注受众并

对其特征进行分析，以精准了解其需求，达到有效传播的目的。这也正是对受众进行研究分类的

重要意义。

对传播者而言，受众意识是对整个传播活动中受众所处地位的看法，也可以称为受众观念。

简单来说，受众意识就是传播者通过了解受众的个体和群体特征，推测其传播期待与信息需求，

并据此制订传播计划、确定合理的传播模式，适时、适度、适量地进行传播，满足其多元化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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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瑰宝。在 “地方志”前加上 “中国”有几点考虑：一是通常所说的跨文化传

播包括国内和国外，这样可以对地域范围进行界定；二是涉及地方志的国际交往时，通常会强调 “中国”；

三是有学者介绍过临近国家的地方志情况，如阮友心：《越南改革开放后的省市方志编修情况》，中国地方

志指导小组办公室、中国地方志协会、宁波市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编：《首届中国地方志学术年会暨方志

文献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华书局，２０１２年，第３１７—３３４页。
有几个类似的用语：１国际传播，狭义上指跨国界的大众传播，除了政治、经济、国际关系等因素，也离
不开文化和语言背景，与跨文化传播有很多的重合；２全球传播，包括国内传播和国际传播；３对外传
播，更突出以自己为主，将传播者和受众有意识地进行了一定的距离区分；４对外宣传，一般被认为具有
明显的说教和灌输意味，欧美社会在心理上对宣传 （ｐｒｏｐａｇａｎｄａ）的认同度不高。
这里强调大众传播，是因为各领域受众可能完全不同，比如市场营销的目标受众是消费者。

参见 ［英］丹尼斯·麦奎尔，刘燕南、李颖、杨振荣译：《受众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８年，
第２页。
参见胡正荣：《传播学总论》，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第２５７页。



求。① 但也要注意，传播者必须借助各种有效途径，和受众进行一定的互动，即不仅仅关注其求

知方面的需求，还必须关注他们的参与和表达等需求。

受众意识对于国际性的传播非常必要，不可或缺。在国际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今天，国与国

之间的各种文化差异、意识形态差异及话语体系差异都不可忽视，各类信息传播活动会在不同文

化背景下的个人、组织和国家之间展开，这也正是跨文化传播的写照。② 因此，做好中国特色文

化的推广，既要有跨文化进行传播的意识，也要树立和强化受众意识。也就是说，为了充分把握

和抓住国外受众的心理，不能以自我为中心，而要以受众为中心；不能选择单一的传播形式和内

容，而要更加凸显不同文化背景中传播的多样化和差异性。

（二）地方志的受众意识

从旧方志突出政治性，强调 “官书”和 “政书”功能，将受众群局限于小范围的统治阶级；

到今天的为人民立传，“以人民为中心”，服务经济社会发展，都证明地方志的受众意识不断增

强，受众范围持续扩大。如今，在传播手段飞速发展变化的新媒体环境下，地方志受众的结构和

需求也在随之变化，受众不仅有阅读新旧志书的读者，还包括浏览地方志网站的网民、观看影像

方志的观众、查询数字方志文献库的用户、参加地方志学术交流活动的学者听众等。而其中受众

意识的不断提升，正是中国地方志在跨文化传播中越来越明显的一个重要转向。一方面，文化产

品和各种活动的种类越来越丰富，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满足国外不同受众对于中国地方志多方位、

多层次的认知需求；另一方面，地方志由最初的纸本文献 “一本书”模式，发展到当今的数字

化利用与影音形式直观感受，也大大便利了国外受众的信息获取和多种需求。

同时，关注受众分类和接受情况的研究也在增多。在受众的称呼上，随着传播手段的不断发

展，有的研究称为受众、目标受众、传播受众，有的研究称为 （志书）读者、（传播／阅读）对
象、（系统数据库）用户等；在受众的细化上，有不少研究按照年龄、地域等自然特征，或者按

照职业性质、应用目的、知识层次等进行分类；在受众的参与度和互动方面，有研究提到要重视

受众的反馈而不能将其置于消极被动的地位，还有一些提到在设置篇幅和考虑专业技术用语的表

述程度时要站在受众的角度。值得一提的是，提及地方志调研方法的研究不多③，相关的受众调

研也较少④，大规模的调研非常少见⑤；而且，涉及国外受众的研究很少，主要集中于地方志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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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胡曙中：《英汉传媒话语修辞对比研究》，郑州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１４３页。
参见孙春英：《跨文化传播学》，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第１４页。跨文化传播有时也称为跨文化交流、
跨文化交际。

巴兆祥提出可以使用读者问卷访谈法。余璐提出受众调查和分析是方志传播学中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研究

领域，应该将受众调查持续地广泛地开展下去。参见巴兆祥：《方志传播学的构建》，《中国地方志》２０１４
年第５期；余璐：《浅议方志传播学的构建》，《上海地方志》２０１７年第３期。
杨军昌通过调研发现，如按籍贯对志书的读者分类，则本地人、本地的外地人、外地的本地人约占７０％—
８０％，其中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乡镇人员约占６０％。参见杨军昌：《读志用志试论》，《中国地方志》
１９９８年第２期。
２０１６年，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利用网络和微信，对全国２５３６７人进行了地方志社会认知度问卷调查，结果
显示地方志知晓度较高但被使用率较低，互联网是了解地方志的主要渠道，不同群体对地方志的认知存在

显著不同。２０１７年，又利用网络微信进行了受众需求调研，共７７１０人有效填写了调研问卷，结果显示：地
方志的总体社会需求度达到９２％；但群体中不同的职业、年龄和学历，对地方志的需求度差异较大；按对
地方志知识的需求分类，则包括工作性需求、专业性需求、通识性需求以及兴趣性需求。参见洪民荣、唐

长国：《地方志社会认知度调查研究》，《中国地方志》２０１６年第１１期；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课题组：《地
方志社会需求 “微信调查”研究》，《上海地方志》２０１８年第１期。



据库的国际受众，扩大方志文化国际影响的途径①。

整体来说，地方志系统对受众有一定重视，但细化的研究还不多见；而对于国际跨文化传

播，中国地方志已经有了一些成功的实践，但相关的总结、分类还可以继续深化，针对国外受众

的研究还应该进一步展开。

（三）关注受众，提升受众意识，是实现中国地方志有效传播的必然要求

第一，有助于实现中国地方志的精准传播，保证传播效果。传播的目的在于高效地影响受

众，对于国际知名度和利用程度仍有巨大提升空间的中国地方志而言，在媒体细分的当下，一

方面，要想在跨文化传播中达到预期效果，就必须对自身受众群体的特征进行刻画，了解他们

不同的兴趣点、理解认知水平、阅读观看模式，并特别关注他们的需求所在；另一方面，新技

术的快速涌现和新媒体定义的不断变化、读图时代和碎片化阅读时代的来临，以及信息接受方

式的多元化，也要求我们在新的环境下重视受众特征的新变化。可以说，为了尽可能了解不同

国别、职业、年龄的国外受众群体对地方志的关注点，进行精准定位研究非常重要；为了有效

吸引、影响国外受众，通过不同渠道和内容输出实现个性化的传播，对受众的精准传播研究也

非常必要。

第二，有助于扩大中国地方志的影响力，助推国家战略。在很长时间里，中国的对外传播非

常重视传播渠道的建设，却忽视了媒介效果的影响，而效果的考察则必须依靠受众，因而在没有

足够关注受众定位和需求的情况下，中国在传播的全球竞争中虽然体系规模不差，但缺乏更多的

展示度。② 而地方志对国外受众的研究如果可以比较深化，对于中华文化的跨文化传播、对于国

家的文化输出都会产生积极的影响。对于熟悉各种新媒体形式的国外受众，我们有必要利用好他

们熟悉的传播方式和叙事方法，塑造出积极正面的中国民众形象、文化形象和国家形象；对于关

心中国发展、希望了解中国现实的国外受众，我们有义务利用好地方志包罗万象的特点，让他们

通过大量直观的素材感受中国的真实发展状况；对于用质疑态度甚至逆反心理看待中国的国外受

众，我们更有责任利用好地方志中大量权威真实的历史人文案例，发出中国声音，维护国家意识

形态安全、反对文化分裂主义、捍卫国家主权。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地方志的影响力同样可以得

到进一步的提升。

二　受众意识助推跨文化传播的成功举措
（一）以语言的多样性，满足受众的接近性需求

翻译活动是一种信息的跨文化传播活动。③ 对于地方志的文本翻译而言，一方面，已经实

现了语种的多样化，方志出版社在 “志书精品走出去”项目中推出名镇志 《乌镇志》《枫泾

镇志》《周庄镇志》英文版之后，又启动了俄语、越南语等多个小语种的图书出版；２０１９年
３月推出了名村志 《开弦弓村志》英文版；各国学者通过查阅地方志形成的多语种研究成

果，也在客观上扩大了地方志的影响力，方便更多语种的使用者直接或间接地接触中国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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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文心提出数据库的国际受众主要是欧美、日本的一些大学、档案馆、研究机构，陈益民提出扩大国际影

响的途径包括官方学术交流、民间文化互动、文化展览、图书发行。参见赵文心： 《地方志数据库出版研

究》，河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学位论文，２０１３年，第４３页；陈益民：《关于方志文化传播要素的分
析》，《２００７广东省地方志理论研究优秀论文集》，２００７年，第１１５页。
参见王帆：《中国对外传播的客居受众效果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４年。
参见王英鹏：《跨文化视阀下的翻译功能研究》，“前言”，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６年。



志。另一方面，受众的接受程度是检验翻译效果的直接标准，在 “中国名镇志丛书”的中英

文版对比中，可以发现译文力求自然贴切，采取了符合英语使用者阅读习惯的多种翻

译策略。

《乌镇志》中英文版用例对比①：

１增译。对文本中出现的一些专有名词进行注释，能促进目标语受众对源语言内容的充分
了解。

例句：沈泽民……被任命为鄂豫皖省委书记。（第１２页）
ＳｈｅｎＺｅｍｉｎ…ｗａｓａｐｐｏｉｎｔｅｄａｓｔｈｅ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ｐａｒｔｙ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ｏｆＥＹｕＷａｎ（Ｈｕｂｅｉ，Ｈｅｎａｎ，Ａｎｈｕ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第１４页）
２改译。改变源语言的词汇和结构，实现对目标语的贴切翻译，从而帮助阅读者迅速理解

有效信息。

例句：到了晚上，街上都没有行人，满眼衰败凄凉。当时桐乡有一句话形容是“鬼清得来像

冬天一样”。（第１１０页）
Ａｔｎｉｇｈｔ，ｔｈｅｒｅａｒｅｎｏｗａｌｋｅｒｓｉｎｔｈｅｓｔｒｅｅｔｓＩｔｗａｓｄｅｃｌｉｎｉｎｇａｎｄｓａｄ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ｏｎｅｓｅｎｔｅｎｃｅｉｎ

ＴｏｎｇｘｉａｎｇｔｏｄｅｓｃｒｉｂｅＷｕｚｈｅｎ，“ｉｔｉｓｄｅｓｅｒｔｅｄｌｉｋｅｗｉｎｔｅｒ”．（第１３３页）
３省译。如果有多余的句子、或者非重要关键的信息造成了翻译冗余，相应的删减会使语

义更加简明易懂，这也是重义轻形以保证传播效果的直接要求。

例句：唐代驻镇遏使，宋代设监镇官，元代设都巡检，明代添设同知，可见其重要性非同一

般。（第１６页）
Ｓｅｖｅｒａｌ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ｓｅｎｉｏｒｏｆｆｉｃｅｒｓｗｅｒｅｓｅｔ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ｉｎｔｈｅＴａｎｇ，Ｓｏｎｇ，ＹｕａｎａｎｄＭｉｎｇＤｙｎａｓｔｙ．

Ｆｒｏｍｔｈｉｓｗｅｃａｎｓｅｅｉｔｓｇｒｅａｔ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第１８页）
４转换。汉语和英语表达顺序的不同较为常见。汉语中的限定内容习惯放在句子开头，而

英文则正好相反。这时句子的顺序就必须服从于阅读习惯。

例句：字大逾尺，风雨剥蚀数百年，而字迹犹通体墨黑，熠熠生辉。（第６６页）
Ｔｈ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ａｒｅｑｕｉｅｔｌａｒｇｅａｎｄｔｈｅｗｏｒｄｓａｒｅｓｔｉｌｌｂｌａｃｋａｎｄｓｈｉｎｙｔｈｒｏｕｇｈｓｅｖｅｒａｌｃｅｎｔｕｒｉｅｓｏｆ

ｗｉｎｄａｎｄｒａｉｎ（第７９页）
５添加。连动句是汉语的特殊句式，动宾结构之间不加连词，但这不符合英语的表达习惯，

此时就必须用连词 “ａｎｄ”进行补充。
例句：大麦、小麦开始抽穗扬花。（第３１页）
Ｂａｒｌｅｙａｎｄｗｈｅａｔｂｅｇｉｎｅａｒｒｉｎｇａｎｄｆｌｏｗｅｒｉｎｇ．（第３７页）
（二）以文化的独特性，满足受众的趣味性需求

横陈百业、包罗万象是地方志的重要特征。中国地方志资源丰富，价值极高，中华文化

的所有重要元素，方志中都有收录；而和特色文化直接相关的诗文著述、历史典故、风土人

情、名胜古迹等，也均有详细记载。对于中华文化，国外各类受众群体的关注点会有或多或

少的差异，这实际上增大了传播的难度。但是中华饮食、民俗、中医、历史等一直都受到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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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例句标注了中英文版本的相应页码。参见浙江省桐乡市乌镇志编纂委员会编： 《乌镇志》，方志出版社，

２０１７年；Ｃｏｍｐｉｌａｔｉｏｎ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ｏｆＬｏｃａｌＲｅｃｏｒｄｓｏｆＷｕｚｈｅｎｏｆＴｏｎｇｘｉａｎｇ，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Ｃｈｉｎａ，ＬｏｃａｌＲｅｃｏｒｄｓｏｆ
Ｗｕｚｈｅｎ，Ｖａｎｃｏｕｖｅｒ：ＣＡＮｅｗ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７。



高的关注①，有意识地贴近国外受众求新求趣的心理，是中国方志文化推广时彰显出的一个

特点。

中国 “名镇志名村志丛书”在 “名”和 “特”上有突出表现，其外文版也具有同样的特

征；《中国影像方志》则 “音画同步”，在 《地名记》《风俗记》《手工记》《美食记》《音律记》

等版块中重点关注了文化元素，并在保持每集风格一致的前提下，凸显各地文化迥然不同的特

征。《中国影像方志》等文化纪录片对大量鲜活例子的使用，还在常见文化元素之外突出了和

谐、发展、求同存异等价值取向，对给国外受众 “讲好中国故事”提供了良好的形式借鉴。而

这些也都为中国地方志接下来的跨文化传播奠定了基础。

（三）以影像的直观性，满足受众的生动性需求

影像传播是跨文化传播中应用广泛的新媒体形式。视觉符号和声音符号都是重要的传播媒

介，也是影像的基本组成要素。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由于国外受众与我们所处的文化环境有各

种不同，再加上语言因素的影响，因而传达中的信息编码和接收中的信息解码可能面临着迥异的

文化规则。从这个角度来看，视觉符号和声音传播都能够突破时间和空间上的诸多限制，成为在

多种文化背景之下获得受众理解和认同的重要方式。

如今，诸多广受好评的影像方志已经陆续推出。② 影响最大的 《中国影像方志》正在中央

电视台科教频道播出，并且可在央视网和许多主流视频网站在线观看。各传播媒体尤其是央视自

身的国际影响力，为其国际推广和再传播奠定了广泛的受众群基础；而已有的影像方志的数量和

质量，也为今后推出多国别多语种版本提供了丰富的原料，使再创作变得更加快捷。

特别需要提到的是，我们今天已经进入 “读图时代”③，视觉符号在当代传播中已经居于主

导地位。④ 可以看到，无论是 《中国影像方志》等纪录片体现出的动态视觉符号，还是特色志

中大篇幅照片构成的静态符号，都生动、形象、富有视觉冲击力，符合新媒体时代更多国外受众

的观看阅读习惯。⑤

（四）以素材的高价值，满足受众的学术性需求

国际学术交流是不同国家文化群体之间，关于学术文化的交流和互动。这属于比较典型的跨

文化传播，其意义在于通过和各种知识型信息的持有者 （即直接受众）进行面对面的讨论，不

仅能使国内获得丰富的知识资源，也能将本国的知识、思想、理念、文化和价值体系等向外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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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如 《中国国家形象全球调查报告２０１６—２０１７》中１１０００个全球样本的统计显示，海外受访者选择的中国文
化代表元素前十位包括饮食 （５２％）、中医药 （４７％）、武术 （４４％）、传统历法 （３０％）、孔子儒家思想
（２６％）、书法绘画 （２５％）、文化典籍 （２２％）。参见对外传播： 《中国国家形象全球调查报告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２０１８年１月５日，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ｏｈｕｃｏｍ／ａ／２１４７５９３８４＿７４８６０９。又如２００８年的 《蓝海调查：美国

人眼中的中国》，美国民众对于最希望了解中国哪些方面时，对中国文化、历史感兴趣的达４９％，高居首
位。转引自刘笑盈主编：《国际新闻传播》，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１９７页。
如中指办组织创作的 《方志中国》，联合拍摄的 《中国影像方志》和 《中国影像志·名镇名村》；广东的

《广东印记》系列微视频；广西的 《广西古建筑志》《广西之最》《西江志》；内蒙古的 《方志内蒙古》；新

疆的 《新疆地方志》；安徽黄山的 《黄山影像志》；浙江的 《浙江当代作家影像志》等；四川成都成华区的

《方志成华》。

严格来说，“读图时代”隐含着多种原因，读图只是一种阅读方式，并未到时代这个层面。

参见李岗：《跨文化传播引论———语言·符号·文化》，巴蜀书社，２０１１年，第２７０页。
中指办 《中国名镇志文化工程实施方案》明确规定图照与文字比例为１∶３； 《中国名村志文化工程实施方
案》明确规定图照与文字比例不低于１∶４。三部名镇志 （《乌镇志》《枫泾镇志》《周庄镇志》）英文版的图

照普遍有２００幅左右。



递，形成跨文化传播的重要平台。① 而且，许多学者和政治家作为当地重要的精英力量，具有一

定的社会影响力，也是社会的 “意见领袖”②，与他们近距离交流中国地方志的各类成果，再由

他们将信息传播到当地形成 “两级传播”③，有利于国外社会关注、认同、接受中国地方志。

同时，中国从古到今可称得上汗牛充栋的地方志文献，被许多国外学者看作极具价值的文化

资源和世界性文化财富。④ 最近几年，中国地方志和国外的学术交流日益频繁，一方面是对国外

学者 “请进来”，包括召开 “走向世界的中国方志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海年鉴国际学术论坛

等；另一方面是我们主动 “走出去”，包括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 （以下简称 “中指办”）和

广东、江苏等地的地方志机构通过出国访问、参加国际学术会议等形式进行学习交流。这些都在凸

显中国地方志价值、拓展国际化研究视野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过去的一年里，中指办通过多

次国际交流活动，在推动方志文化走向世界、加强学术互动、深化合作等方面取得了大量成果。

表１　中指办近一年重要的国际学术交流活动⑤

时间 活动

２０１９年４月９—１２日 出席埃及 “郭沫若文化周”系列学术文化交流活动

２０１９年３月２７日
越南清化省文化体操旅游大学代表团访问中指办，双方就开展方志

文化交流合作进行座谈

２０１８年８月２９日
首次参加国际图联大会，中指组秘书长、中指办主任冀祥德作题为

“ＴｈｅＶａｌｕ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ａｎｄ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Ｌｏｃａｌ
Ｃｈｒｏｎｉｃｌｅｓ”（《中国地方志的价值特性及文化影响》）的主旨报告

２０１８年８月２７—２８日 访问马来亚大学、华社研究中心、新纪元大学学院、拉曼大学

２０１８年６月２６日 访问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应邀作学术讲座

２０１８年６月２３日 访问美国斯坦福大学

２０１８年６月２１日 访问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应邀作学术讲座

２０１８年６月２０日 访问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亚洲图书馆

　　说明：表中日期为北京时间

（五）以记载的权威性，满足受众的真实性需求

地方志具有 “官书”“政书”的行政特征，“志属信史”就已经在性质上强调了入志资料的

权威性；“详今略古” “详近略远”的材料处理原则，则保证了地方志的准确性；而 “述而不

论”的行文要求，“寓褒贬于记述之中”的手法要求，又强化了地方志的真实客观性。

在当今的国际传播格局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在对信息传播和话语权的把握上，仍然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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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参见陈怡、吴长伟：《国际传播能力研究：国家与媒体案例集》，安徽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第１３０页。
“意见领袖”是传播中经常为他人提供信息并能够施加影响的积极分子，他们在传播中能起到中介或者过滤

加工的作用。

信息从大众媒介到受众，要首先从大众传播到 “意见领袖”，然后再传到社会公众。

参见陈桥驿：《中国方志资源国际普查刍议》，《中国地方志》１９９６年第２期。
在国外参加学术活动的为中国地方志学术交流团。根据中国方志网工作要闻栏目 （ｈｔｔｐ：／／ｗｗｗｄｉｆａｎｇｚｈｉ
ｃｎ／ｚｇｄｆｚ／ｇｚｙｗ／ｌｉｓｔｓｈｔｍｌ）的简讯整理。



国等发达国家存在不小的差距，在国际舆论格局上仍然处于较弱势的地位；加之在跨文化传播

中，信息的传递过程比较复杂，而源信息的不准确就会在传播噪音的影响下加倍扩大，从而使受

众出现误判和因此导致的不客观倾向。因此，信息传播的真实权威性①就极为重要。最近几年，

中国地方志充分利用了大量权威真实的历史文献，在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和领土完整上主动发声，

如组织 “南海主权与地方志论坛”，指导编纂 《中国南海志》，为关注南海问题的国外受众提供

了权威文献资料；又如新疆将地方志与维护国家主权与意识形态安全联系起来，让国际社会了解

到真实的历史记载，这些都凸显了地方志在维护国家利益方面的重要价值。无论涉及历史还是现

实，内容丰富、真实可靠、客观权威的地方志文献，都无疑是跨文化传播中的极好素材，也是维

护国家权益、塑造国家积极正面形象的重要软实力。

此外，从语言的角度来说，中国人习惯形象思维，喜欢用形象的形容词使文章生动鲜明；美

国人则有很大不同，习惯概念思维，喜欢使用概念性的名词。② 而 “概念性”在很大程度上正

可以与 “述而不论”的真实客观形成交集，易于更多国外受众的了解接受。

三　影响国外受众接受效果的主要问题
（一）中国地方志用语尚未统一③

地方志作为中国代表性的文化特征之一，要真正易于国外受众理解、记忆，选取合适的译名

至关重要。在中华文化影响较多的国家，如日本、朝鲜、韩国、越南，许多地方志用语有对应的

汉字词，这给翻译和理解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但多数国家的情况则完全不同，比如英语，已有的

方志学译名主要集中于一些常用词语，而 “地方志”一词，却没有统一的英文译名。

表２　 “地方志”三种最常见英译名的使用概况④

使用机构

英译名 ｌｏｃａｌｃｈｒｏｎｉｃｌｅ（ｓ）
（地方编年史）

ｌｏｃａｌｒｅｃｏｒｄｓ
（地方记录）

ｌｏｃａｌｇａｚｅｔｔｅｅｒ（ｓ）
（地方地名辞书）

地方志工作机构
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

办公室等
香港地方志办公室等

学会 广东省地方志学会 地方志学会常见名

期刊

《中国方志馆研究》

《福建史志》《深圳史

志》等

《中国地方志》《陕西

地方志》《广西地方

志》等

《宁波史志》⑤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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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中国影像方志》等影音产品具有纪录片的性质，而一般认为，纪录片突出的真实性已成为各国传播文化传

统和价值观念的重要形式。

这是关世杰从跨文化传播学的角度，就中美思维方式对语言交流过程影响进行的探讨。转引自吕和发、

［美］董庆文、任林静：《跨文化公关视域下的外宣与外宣翻译研究》，国防工业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第
８９页。
这里的用语同翻译有一定关联，但更多的同我们对方志学概念体系和对地方志工作专门领域用语的理解有

关；同时考虑到用语 （包括术语和专名）的规范统一是学科成熟的重要标志，也是开展学术研究、推进传

播工作的重要基础，所以将用语和下文的语种翻译作为两个部分论述。

这里参考之前的汇总表格进行了调整更新，能反映出整体的使用情况，但并非穷尽性汇总。详见田丰：《术

语标准化与方志学的学科构建》，《第八届中国地方志学术年会论文汇编》，２０１８年，第４３—５６页。
英译名 “ＮｉｎｇｂｏＨｉｓｔｏｒｙａｎｄＧａｚｅｔｔｅｅｒｓ”．



（续表）

使用机构

英译名 ｌｏｃａｌｃｈｒｏｎｉｃｌｅ（ｓ）
（地方编年史）

ｌｏｃａｌｒｅｃｏｒｄｓ
（地方记录）

ｌｏｃａｌｇａｚｅｔｔｅｅｒ（ｓ）
（地方地名辞书）

出版社 方志出版社

方志馆
国家方志馆，北京、

江苏、广东等方志馆

网站
中国方志网、上海等

地方志网站

中国方志出版网；黑

龙江等地方志网站
北京等地方志网站

数据库 爱如生中国方志库
万方中国地方志数

据库

用语审定机构
全国科学技术名词①

审定委员会②
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

定委员会

中文工具书
《方志百科全书》《中

国大百科全书》③

论文著述 国内外使用较多④ 国内使用较多⑤
国内有一定使用⑥；

汉学界使用较多⑦

会议
“走向世界的中国方志

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

纪录片 《方志中国》
《中国影像方志》 《中

国影像志·名镇名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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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这里的名词并非语法概念，名词委的机构名称中使用的是 ｔｅｒｍｓ（术语，专门用语），可参见官方网站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ｃｔｓｔｃｎ／
详见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 《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名词》，２０１７年５月８日预公布，ｈｔｔｐ：／／
ｗｗｗｃｎｃｔｓｔｃｎ／ｓｄｇｂ／ｓｄｙｇｂ／２０１７０５／ｔ２０１７０５０８＿３７１９８３ｈｔｍｌ但要注意，并没有专门审定的 “方志学名词”。

“地方志”词条的译名还有ｌｏｃａｌ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ｙ（地志学）。
如最近几年的 《中国方志发展报告》《中国地情报告》。已出版的新方志有使用。

如 “中国名镇志丛书”“中国名村志丛书”正文，又如 《中国方志学概论》《中国现代方志学》《新方志编

纂学》等的书名。已出版的新方志使用较多。

如 《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善本方志书志》，又如 《中国新方志目录 （１９４９—１９９２）》（“中国新方
志”译为ＣｈｉｎａＮｅｗＧａｚｅｔｔｅｅｒｓ）。已出版的新方志使用较多。
如ＪｏｓｅｐｈＤｅｎｎｉｓ，”Ｗｒｉｔｉｎｇ，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ａｎｄＲｅａｄｉｎｇＬｏｃａｌＧａｚｅｔｔｅｅｒｓｉｎＩｍｐｅｒｉａｌＣｈｉｎａ，１１００—１７００“ （戴思哲：

《帝制中国时期地方志的书写、刊印与阅读》）。



除此之外，“地方志”还有 ｃｈｏｒｏｇｒａｐｈｙ（地志）①、ｌｏｃａｌ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ｙ（地志学）、ｄｉｆａｎｇｚｈｉ／
ｆａｎｇｚｈｉ（地方志音译）、ｌｏｃ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ｙ（－ｉｅｓ） （地方史）② 等一些用法，但使用范围都相对

较小。

“地方志”英文名称的不统一，是一个很典型的文化差异问题。实际上，“地方志”英译

名的多样性由来已久，到现在仍然存在争议，没有形成共识。西方国家没有地方志，英文中也

没有完全合适的词汇，因此无法直接将 “地方志”翻译过去，这是不同地域、不同文化在语言

上的具体反映。③ 确实，译名使用的多样现状，对地方志资源的开发和广泛传播都可能产生消

极影响。但也必须承认，为 “地方志”确定一个统一、贴切的译名并不容易，要将特色明显

的地方志词语都贴切翻译难度更大。而这些还只是地方志用语标准化工作的一部分，就现有

的大量用语和不断涌现的新 “热词”④ 而言，大规模成体系的权威译名整理发布工作还没有

展开。

（二）语种与 “文化折扣”

第一，语种数量不够。中华文化 “走出去”过程中，以汉语为载体的传播致力于长远，以

翻译为他国语言为载体的传播则致力于当下，由于汉语不是世界通用语，翻译就成了传播中的首

要选择。⑤ 从联合国用语的角度来看，除了英语之外，法语、俄语、阿拉伯语、西班牙语都有

着广泛的使用范围；从 “一带一路”的角度来看，６５个国家通行着５３种官方语言，其中就有
不少小语种；从文化的接近性上来看，日本、韩国等目标国的翻译也十分重要。但地方志文

化产品的语种类别还较少；各省市网站、数据库中的英语等语种设置，实际也处于普遍缺失

的状态。

第二，翻译⑥中的文化折扣现象。翻译是语言之间的相互转换，要保证翻译效果，就必须考虑

各种文化因素的差异。在特有文化词汇的把握、音节韵律和文本风格的转换上，如果译者对输入语

和目标语的掌握达不到精通的程度，译文很可能会出现阅读体验上的偏离和直接的 “文化折扣”。

有学者明确提出，译者需要有参与创作或修改调整文本的权利，由于对准确与忠实的理解片面，而

导致过度直译，造成了硬译、怪译的例子屡见不鲜，这与跨文化传播的根本目的是不一致的。⑦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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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史志学刊》期刊刊名使用。此外已出版的新方志和国内论著有一定使用。值得一提的是，民族志的英文名

ｅｔｈｎｏｇｒａｐｙ也包括词根－ｇｒａｐｈｙ（书写，记录）。
这个译名在几十年前使用较多，比如美国１９４２年的 《国会图书馆藏中国方志目录》就曾使用。现在也有学

会和部分新方志使用。地方志和地方史在发展上有诸多联系，但性质上也存在很多不同。

参见仓修良：《方志学通论》（增订本），《修订本前言》，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４年３月。吉祥结合文
化语境进行考察，提出中国文化的 “（方）志”，和西方的 （地方）编年史、地理词典有部分接近的成分；

西方的地理学地志和人类学民族志，又含有类似中国的 “志”的意义。这种文化翻体现了中西方对 “志”

和 “方志”的双向理解，也构成了中西方关于 “志”“方志”文化学术交流的基础。详见吉祥：《中西方文

化语境中 “方”与 “志”的比较研究》，《史志学刊》２０１７年第５期。
如体现思想意识的 “方志文化自信”“仙人掌精神”；体现工作目标的 “两全目标”“十业并举”；体现工作

创新的 “依法治志”“一纳入、八到位”。

参见王小英：《语言自信与文化国际传播》，《中国社会科学报》２０１８年６月８日，第６版。
奈达提倡内容第一，形式第二。他从翻译本质角度提出的功能对等理论，注重目的语读者对译文的反应，

并以此来判定译文是否忠实原文，而非以译文和原文的结构为标准。

参见白淳：《文化的心灵书写———谈跨文化传播中的翻译与创作》，洪丽主编：《新世纪亚非国家新闻传播与

文化交流》，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年。



本的跨文化传播遇到障碍，确实与传播渠道，策划发行有很大关系①，但也必须看到翻译成果

与国外受众接受程度的关联。传统以语义和信息为目标的翻译实践在遇到传播效果的问题时，

如果能将其置入社会、历史、文化等多方面的语境中考虑，可能会强化翻译中的跨文化传播

效果。

在已出版的英文版地方志产品如 “中国名镇志丛书”中，有部分严格按照汉语表述形式对

等翻译、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国外读者阅读的句子；对于一些需要向国外读者展开的词语，

如果增加相应的解释可能会更易于理解 （如 “杨乃武小白菜”没有在 “ＹａｎｇＮａｉｗｕａｎｄＬｉｔｔｌｅ
Ｃａｂｂａｇｅ”之后括注，“桃花源”没有补充西方读者更加熟悉的 “香格里拉”〈“Ｓｈａｎｇｒｉｌａ”〉②；
此外，地图还存在城镇标示仅有汉字的情况③，等等）。

（三）受众调研④的缺乏

进行必要的受众分类，是了解受众需求，进而实现针对性传播的先决条件。一般的受众属

性包括规模庞大、类型多元、分布广泛、详情隐匿、具有自主性、与传播者时空分离等。而对

于跨文化传播，还必须考虑到其跨国界、跨文化背景、动态多变、认知开放的特点。⑤ 对于作

为一个整体的抽象的受众概念，要直接观察感知非常困难，只能大致刻画出一部分特征，而这

在受众特征的认知上是非常不够的。因而，通过受众调查了解相应的群体信息，再根据统计分

析明确受众需求，进而运用到传播产品的设置和渠道上，是受众调研作用于跨文化传播的直接

体现。

中国地方志针对国内进行的调研次数较少，目前还没有发现针对国外受众的成规模的调研，

这使得我们可能在有效传播上遇到很大的障碍。

第一，不能充分了解已有受众的规模、类别差异 （如社会阶层、政治倾向、文化背景等社

会属性，所在国家地区、年龄、性别等自然属性）。在传播主题和内容的选择上精准度不足，进

而可能出现针对多国传播的 “外外无别”、对内传播与对外传播时 “内外无别”模式，无法对传

播内容与传播形式的侧重进行相应调整，难以实现地方志的差异化传播。

第二，互动程度不足。国外受众的喜好与需求，对传播方法、传播内容的建议不能通过有效

渠道进行反馈，进而可能会影响到受众体验和信任度。对游离受众和潜在的目标群体难以了解，

不易争取更加广泛的受众面。难以根据受众互动的情况，及时调整已有的传播策略。

第三，对知名新媒体平台的利用不足。对于国外受众，他们日常使用的社交类网络平台包括

９１中国地方志跨文化传播中的受众意识

①

②

③

④
⑤

就以往的实践来看，国家在 《中国文学》、“大中华文库”等文化工程上投入巨大，对外翻译也确实提升了

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但预期目标并没有达到，其在欧美的影响力并不大。又如 “熊猫丛书”是政府大力

支持的文化工程，其翻译出版持续２０年，包括外文版图书２００部左右。但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引起英美读者阅
读兴趣的译本只有１０％左右，其他的９０％并没有取得预期效果。详见李涛：《抒情中国文学的现状美国之
旅：汉学家视角》，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第１２页。耿强：《文学译介与中国文学 “走向世界”》，上

海外国语大学博士学位论文，２０１０年，第１９、４６、８８页。
Ｃｏｍｐｉｌａｔｉｏｎ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ｏｆＬｏｃａｌＲｅｃｏｒｄｓｏｆＷｕｚｈｅｎｏｆＴｏｎｇｘｉａｎｇ，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Ｃｈｉｎａ，ＬｏｃａｌＲｅｃｏｒｄｓｏｆＷｕｚｈｅｎ，
Ｖａｎｃｏｕｖｅｒ：ＣＡＮｅｗ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７，ｐｐ１１８，１７１
Ｃｏｍｐｉｌａｔｉｏｎ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ｏｆＬｏｃａｌＲｅｃｏｒｄｓｏｆＷｕｚｈｅｎｏｆＴｏｎｇｘｉａｎｇ，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Ｃｈｉｎａ，ＬｏｃａｌＲｅｃｏｒｄｓｏｆＷｕｚｈｅｎ，
Ｖａｎｃｏｕｖｅｒ：ＣＡＮｅｗ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７；Ｃｏｍｐｉｌａｔｉｏｎ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ｏｆＬｏｃａｌＲｅｃｏｒｄｓｏｆＦｅｎｇｊｉｎｇｏｆＪｉｎｓｈａｎ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Ｃｈｉｎａ，ＬｏｃａｌＲｅｃｏｒｄｓｏｆＦｅｎｇｊｉｎｇ，Ｖａｎｃｏｕｖｅｒ：ＣＡＮｅｗ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８；Ｃｏｍｐｉｌａｔｉｏｎ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ｏｆＬｏｃａｌＲｅｃｏｒｄｓｏｆ
ＺｈｏｕｚｈｕａｎｇｏｆＫｕｎｓｈａｎ，Ｊｉａｎｇｓｕ，Ｃｈｉｎａ，ＬｏｃａｌＲｅｃｏｒｄｓｏｆＺｈｏｕｚｈｕａｎｇ，Ｖａｎｃｏｕｖｅｒ：ＣＡＮｅｗ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８
受众调查是对受众进行调查分析，而受众调研则包括调查和研究两层含义。

参见刘燕南、史利：《国际传播受众研究》，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１３—１５页、第３１页。



Ｔｗｉｔｔｅｒ、Ｆａｃｅｂｏｏｋ、Ｑｕｏｒａ、ＹｏｕＴｕｂｅ等①，而且这些国外网民和手机用户实际上也已经形成了新
的庞大群体。如今已经有一些国内部门和新闻媒体注册了其中一些平台的账号，并注重积极与用

户互动、运用国外的话语体系传播中国声音。但中国地方志的话题在这些网络平台上并不多，与

地方志内容的丰富程度很不匹配。

四　强化受众意识的实现建议
中国地方志的产品生产，必须能够满足受众各类信息需求的多元化和个性化，这在跨文化传

播中是极为关键的一步。

（一）注重受众主体地位，采用差异化的传播渠道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中国对外传播媒介已成为国际传播中的重要力量，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

在于我们常常从自己的角度看待传播，较少关注受众对于对外传播的整体看法；对于他们的基本

信息和媒介使用动机等了解很少，以致于传播的目标与受众的感受之间出现脱节现象，传播效果

受到很大影响。② 这就要求我们在地方志的跨文化传播中，在对受众的认识和对内容、渠道的选

择上有所改变。首先，要尽可能强化受众意识，突出受众的主体地位，在传播内容的选择和相关

信息产品的定制上，朝着更好地服务受众、满足其多种需求的方向转变。③ 其次，要根据不同的

人口统计特征④、媒介使用情况、使用目的、内容喜好等，采用差异化的内容和传播渠道，如建

设内容有所不同的期刊、网站。注意保持相应的互动，避免方志文化传播者和受众之间的分离，

既促进受众数量的稳定增长和使用黏度的增强，又保证国外阅读使用者对方志文化的接受与认

同。再次，要积极了解传媒行业一些典型的受众特征确定案例，对如何确定目标受众、如何优选

传播渠道等进行借鉴。重视受众并以此调整传播策略，是跨文化传播中保证地方志影响力的重要

前提。

（二）注重调研实践，采用多样化的调研方式⑤

受众调研是全面客观地获得反馈信息的重要途径，也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受众研究的发展。

从另一个角度看，调研同样是推动传播策略调整完善的重要保证。进行国际化的调研，既需要形

式上解决 “距离远”的问题，也需要在内容上保证 “问题实”的实现。

第一，在调研主体的广泛性方面。由于在国外进行调研要面临各种主客观限制条件，现实中

只有少数国内机构可以自行调研，所以可以借鉴其他机构协同调研的例子，联合多方力量进行调

研：一是委托国内外专门的调研机构对受众进行调研⑥；二是与其他机构就同一主题分头调研，

之后再共享信息；三是与国外的媒体、高校或者政府等机构联合调研⑦；四是充分运用网络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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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类似国内的国内的微信公众号、微博、知乎、优酷等。

参见王帆：《中国对外传播的客居受众效果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４年。
参见刘燕南：《译者前言》，丹尼斯·麦奎尔，刘燕南、李颖、杨振荣译：《受众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２０１８年。
除了关注受众的不同经济收入、文化层次和年龄层次等，还应该关注更大的范畴，包括国别的不同分类。

如从与中华文化的关系这个角度，可以按照受中华文化影响较深的国家、受中华文化一定影响的国家、欧

美国家、其他国家分类。

参见刘燕南、史利：《国际传播受众研究》，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
央视曾在美国委托专业调查公司对观众进行问卷调查。

中国日报社、中国外文局都曾和日本言论ＮＰＯ共同进行过 “中日关系舆论调查”。



调查了解①、或者进行受众网络行为信息的汇总②，以便更直接地把握受众意见和心理反应。

这里要特别关注互联网这类新媒体调研形式，我们可以借助网络测量、网络问卷调研、在线

意见反馈、电子邮件等方式详细沟通，便捷地了解国外使用者的需求，并能快速获得相关的数量

和图表汇总。其中的互联网受众测量包括后台服务器端测量和用户端测量，这便于我们从数据角

度轻松直观地了解传播的不同情况。就中国地方志而言，互联网调研是可以采用的方法中最高效

的一种，既可以通过其了解各类阅读观看搜索的实时量化统计；也可以通过网络问卷等手段，实

现对使用者多方面信息全面了解。

第二，在调研内容的针对性方面。要在明确询问主题的基础上设置，问卷需要涉及国外受众

的分类，包括他们的年龄段、性别、文化水平、职业、收入等统计特征维度，也包括他们获得信

息的媒介 （报刊、电视、网络还是手机等）、媒介使用习惯、媒介使用评价等媒介维度，还包括

他们对地方志的了解程度、关注地方志的目的、使用频率、希望的媒体展现形式、对地方志推广

及检索和排版等的建议。此外，问题的形式建议采用选择题并限定题量，防止调研对象对作答时

长产生抵触心理；每道题一般可设置４个选项，以保证足够的区分度，防止作答者只选择中间选
项；调研总周期的时间应该比较充足，为了方便作答时间段的充分、保证足够有效的样本量，可

以用一个月或更长的时间进行。

（三）注重人才培养，实现方法上的创新

地方志系统需要与国内外其他机构合作，以充分实现优势资源互补和传播效果的最大化。但

是我们也需要从关注地方志可持续发展的角度考虑，练好内功，造就一批基础扎实、能够创新的

人才队伍，不断充实自己的人才储备。第一，重视外语人才。要注重英语和其他语种人才③的发

掘和培养，激发系统内外语人才的能力发挥，在地方志文化成果的展示的推介方面，可以通过网

页、短视频等手段进行推介。要注重翻译的方法，对于极具有特色的地方志用语，需要解释性翻

译，译 “名”更要译 “实”，避免 “文化流失”和 “文化失真”。④ 第二，重视传播学人才。要

关注掌握传播方法、理解中外文化差异的传播人才，支持鼓励他们不仅能在制作传播微视频、读

图帖、Ｈ５页面等方志新传播产品上发挥更大作用；还能在对受众的分类与需求等方面进行深入
挖掘，有效确定地方志传播中主题和内容的侧重以及具体传播和反馈渠道的选择；更能利用议程

设置、传播适应、话语分析等相关研究方法，推动地方志理论研究的深化与拓展，实现中国地方

志传播的更多突破。

（四）注重资料利用，完善数据库的建设

现在，许多省市区都建立起了数字方志馆，还有几个企业建立了较大的方志数据库，这些都

使新旧方志内容的检索阅读变得极为便捷。⑤ 我们接下来可以在特色和标准化方面不断强化，推

１２中国地方志跨文化传播中的受众意识

①
②

③
④
⑤

包括通过国外Ｆａｃｅｂｏｏｋ等社交自媒体的回复进行了解。
如新华网通过服务器的数据汇总，显示日均访问人次达２８００万，页面浏览量超过２亿；通过网络的调查显
示，海外受众占受众综述的２５％，主要分类是中国问题专家、各类研究机构、政府智囊等高智力人群，在
海外国家和地区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中有极高的影响力。转引自李代祥：《健全反馈机制　增强国际传播能
力———新华网反馈机制及对新闻报道的影响》，《对外传播》２００９年第１２期。
边境省区的地方志系统，可以在通晓邻国语种人才的储备上形成自己的特色。

参见卢彩虹：《传播视角下的外宣翻译研究》，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６年。
陈桥驿曾提到，当时国外学者需要阅读或者复制在大陆收藏的一些方志时，往往要委托所在地的朋友帮助，

不过花费可能较高，而且寄送较慢；但一些国外学者没有这种条件，那就会颇费周折。参见陈桥驿：《中国

方志资源国际普查刍议》，《中国地方志》１９９６年第２期。



动其在利用方面的不断升级。一方面，要针对地方志收录的文献素材，继续按时间段、重要人物

事件、文化地域特色、政治经济社会领域等不同的类别分门别类，完善地方志专题数据库，以利

于个性化的内容选取、吸引国外受众主动查询使用；另一方面，也要针对地方志用语在传播中的

不统一状态，尽快汇集专业力量，成立方志学用语的审定机构，启动成规模的用语整理和翻译工

程，并将大量新词纳入其中，形成完善、系统、成规模的地方志用语数据库。同时做好数据库建

设、索引、标注等的规范统一，做好数据查询时多语种的服务提供。

（五）注重主动传播，实现方志文化的普及

一是深入系统地挖掘中华特色和地域特色，关注鲜活事例，推出更多类似名镇名村志丛书、

《中国影像方志》等优秀产品，为跨文化传播提供基础。二是争取相关部门支持，现在 《乌镇

志》已被列入国家 “一带一路”出版工程和 “丝路书香出版工程”，我们应该努力将更多的地方

志文化产品纳入国家对外传播重点文化项目。此外，还要给来华外国人提供外文版方志普及本，

利用国内各种场合主动宣传，不仅要在他们参与的旅游和其他文化活动中进行推介，也可以在投

资洽谈和商务活动中作为背景材料赠送。① 三是主动发声，加强与国外学术机构的交流合作，利

用好国际图联大会等国际舞台，通过召开国际学术论坛、互派访问学者、翻译出版志鉴成果等，

推动方志文化走向世界。② 四是实现国外的属地化发展和本地化传播，以更好适应国内外出版在

从理念制度到市场需求、销售渠道的较大差异。如方志出版社还可以在国外建立分支机构，实现

志书形式从大部头到口袋书的转变，并针对政用、商用和民用的不同需求，提供差异化的地方志

版本，建设出地方志的 “丝绸之路”。③

结　语
随着研究的深化和传播渠道的拓宽，国家文化输出的能力和规模正不断增强。中国地方志在

跨文化传播中，也在不断进行新的探索实践，关注到了多个国家、多种文化状态下受众群体的接

受需求，并以此推动了方志文化传播的升级和创新。可见，关注受众需求，强化受众意识，不仅

具有理论意义，也对走向世界的中国地方志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们要继

续深化对国外受众的特征研究，推出更有针对性的文化产品，实现更为精准的个性化传播；同时

突出方志中的时代特征、中国特色、民族特性，彰显和平发展、独立自主、求同存异、肩负责任

的大国形象④，积极配合国家的形象构建和文化输出战略，为国家 “一带一路”倡议提供服务，

为有效维护国家权益时刻发声。

（作者单位：湖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本文责编：周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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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如 《乌镇志》在世界互联网大会的重要位置放置了中英文版；《成都精选》英文版配置在旅游窗口、涉外

班列上。

参见冀祥德：《冲锋拼搏，攻坚克难，决胜地方志 “两全目标”———２０１９年全国地方志工作安排及要求》，
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１５日，ｗｗｗｄｉｆａｎｇｚｈｉｃｎ／ｚｇｄｆｚ／ｇｚｙｗ／２０１８１２／ｃ５ｅ４３ｅ８０２３３ｂ４９３ｆａｅ７ｂ０４０１８ａｆａ９２ａ０ｓｈｔｍｌ
参见刘刚：《地方志服务 “一带一路”建设的路径与方法》，２０１７年２月２７日，ｈｔｔｐ：／／ｗｗｗｚｇｇｏｖｃｎ／
ｗｅｂ／ｓｄｆｚｂ／－６５／－／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６４２３９６３ｓｈｔｍｌ．
参见蒙象飞：《中国国家形象与文化符号传播》，五洲传播出版社，２０１７年。


